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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社会的符号表意过于复杂和泛滥，不是让人的身份更自由，而是要求当代人采用更多身份乃至异
己的身份，整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面临符号灾变的危机。当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被用来证明商业化俗文
学与先锋文艺可以同流齐驱，后结构主义的“解构”被用来证明“五四”启蒙话语和 20世纪 80年代人的“主体”价
值惨败，后殖民主义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理论被用来证明“中国特殊性”以放大本族传统，文化批判的声音就显
得柔弱无力。 赵毅衡在其新著中以他一贯的“形式-文化学批评”路径，强调知识分子应坚持真正的文化批判，以
填补符号泛滥与意义匮乏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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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泛滥导致当下社会符号灾变？
———兼谈赵毅衡的“形式-文化学批评”

邓 艮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一

符号泛滥将导致当下社会的符号灾变？ 这恐怕不是什
么耸人听闻的危言。 早在二十年前，蒋原伦就在《天津社会
科学》上撰文首次提出“符号泛滥”问题，认为“当代人是生
活在一个符号泛滥、意义相对匮乏的社会中，人们找不到那
么多的意义来填充随处可见的符号”；在他看来，正是由于
意义匮乏， 符号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受到质疑，“符号的地位
在人们的心目中急剧下降”。 ［1］二十年快过去了，当年“符号
泛滥”的提出愈来愈被证实为一种洞见，但“符号地位下降”
说却无疑走向了反面。 这一点仅需稍加回溯近几年出现在
国内国际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就可明白，符号的地位不但
不是下降，人们消费的，简直就是跳过对象直达符号，甚至
是符号的异化消费。
当国人为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而吐气扬眉

并勃发民族自豪感时，欧美大商家们却在大把赚得人民币
时笑得更加灿烂；类似“达芬奇家具”的“洋”品牌事件，只是
当下社会符号泛滥引起灾变之冰山一角；“快女超男”、“芙
蓉姐姐”、“犀利哥”、“凤姐” 们为代表的一夜成名的平民神
话，象征的不过是对我们置身于大众传媒时代，并身不由己
参与其中、助其成功的一种替代性安慰或嘲弄；而就在一块
块薄板围起来的网吧隔断里，网民可以沉浸于麦克卢汉早
在半个世纪前就预见到的“地球村”网路世界，却对邻座身
份乃至发生的事故（如晕倒在地或被人殴打等）不愿了解或
无动于衷；微博愈来愈成为官方、民间交流与反馈的民主诉
求平台，可又有谁在意这把双刃剑上逐渐汇集起来的民粹
主义的血滴？

“伦敦骚乱”虽然有其深刻社会根源，但在其酝酿和爆
发过程中，脸谱和推特等社交网站以及黑莓手机、微博等现
代通讯扮演的角色无疑给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警示： 虚拟空
间的煽动性如何不会演变为盲目的现实行动？近日，一个微
博账号交易平台在许多微博博主当中流传， 据说该平台能
把一个拥有十万粉丝的“高质量”微博账号卖到十万元；十
年前，“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口号响亮且
颇具诱惑性，但回顾新世纪走过的十年，我们的生活不是更
审美更艺术， 而是在无限娱乐、 娱乐至死的符号泡沫中漂
浮，泛审美化、泛艺术化的汹涌浪潮大有席卷整个社会生活
之势；一个有关当代女性择偶的笑话是这样讲的：五十年代
嫁工人，六七十年代嫁军人，八十年代嫁诗人，九十年代嫁
商人，新世纪嫁官人。 笑话并不好笑，表面看是女性对于婚
姻的自由自主和多样选择， 实际上则深刻暴露出当代社会
文化的单轴旋转导致符号危机：在每一个相对的年代，聚合
轴上的可选男性单一，女性组合家庭并无挑选余地，社会和
文化规定了选择的清晰。
符号泛滥在加速运转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几乎每时每

刻与我们相遇，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经典重评，从纯文学
创作到影视剧改编，从“非诚勿扰”电视节目到“赵作海深陷
传销泥淖”的名人效应，从“九·一一”灾难到由此而声名鹊
起的半岛电视台，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到获金镜头摄影
奖的“挟尸要价”，从雷曼兄弟弃甲丢盔到美债危机，从“我
爸是李刚”到“郭美美事件”等等，可以说，我们置身的社会、
文学、艺术、文化、政治、经济等，从国际到国内，无不面临变
型和转型时期遭遇一场符号灾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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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符号可有如此能耐？ 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赵毅衡在
其最新学术专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从符号学的“原
理”与文化实践的“推演”两个层面，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种
种症状进行了极为细密周至的探析，人类文化很可能或正
在“快步走向一场难以阻挡的符号危机”，说二十一世纪是
符号世纪，“不是符号学者的自夸，相反，是对人类社会前景
的一种深深的忧虑”； 当代文化的剧变已经逐渐显出后果，
当聚合轴倾斜乃至坍塌， 而组合轴一枝独秀，“在大历史维
度上，双轴位移却关系到整个文化的前途：今天已经见到端
倪的符号灾变，将让文化丢失历史，留下满世界无文本身份
可依的空洞人格”。 ［2］（P393）

这样的看法无疑带有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忧虑。 对
此，赵毅衡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尽管他早就认为“精英”这
词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脏词———势利、狭隘，而且危险；但中
国对知识精英的反感，却是既成体制与商业化势力迫使学
院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判的责任，这恰恰是一个真正知识
分子所不能容忍的。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形式论研
究，赵毅衡就着意建立自己的批评路径，即从形式来探视文
化；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生
成和被诠释的条件，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
形式，形式要受到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对这一批
评线路的实践， 就是他的 “形式/文化学批评”（a formal/
culturological approach）。 三十多年来，从俄国形式主义到
新批评派到后结构主义，从叙述学到符号学，赵毅衡对现代
形式文论的探究硕果颇丰：《新批评》、《文学符号学》、《苦恼
的叙述者》、《必要的孤独》、《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
学导论》、《“新批评”文集》、《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等早已成
为研究者案头和手边珍贵的资源。
而其新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可看做他几十年形式

论探究的高度总结：理论上辨源析流、厘清分歧、另辟疆土，
实践上纵横勾连当下文化现实。 二十世纪的批评理论
（Critical Theory） 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从葛兰
西、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从
胡塞尔、狄尔泰到伽达默尔、德里达）、心理分析（从弗洛伊
德到拉康）和形式论这四大支柱展开，而符号学原本就是形
式论的一个派别，“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 从文本
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如今符号学与形式论几乎同义”。［3］（P9）

最重要的是，符号学与其他学派融合带来的开放性不仅推
进了自身，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为例，符号学与之结合则推动

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如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阿尔
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法、马歇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列斐伏尔的
符号文化社会学、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
理论、波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等。 而“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
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4］（P15）这与
赵毅衡一贯坚持“形式/文化学批评”的路径合辙，因为符号
学可以说就是意义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做道德评
判，而是探究意义生成和被诠释的条件，其形式必然受到社

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
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保持批判精神往往不

被理解； 同时， 文化批判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分
歧。真正的知识分子，既非民间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也非《现
代汉语词典》解释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
人”， 而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那些关心文化价值的人。
这部分人要对既成规范进行质疑、思索，或为之进行理论辩
护，或试图调节甚至推倒之。 总之，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坚
持独立的批判精神，以制衡主流文化，但又决不企图权力溢
出取主流文化而代之，也不自以为是给社会的、政治的和文
化的发展开出一剂药方； 否则， 落到赵毅衡所谓 “学院溢
出”，［5］其后果之不妙，已屡屡为历史上每次这样的行动所
证明。
文化批判的这种偏执虽然不为主流文化指出方向，但

却提醒主流文化顾及其它，避免一条直路走到底，结果通向
的是历史的陷阱。 这也是海登·怀特在《历史的负担》中说
的：“我们急需认识到断续性的一种历史，因为断续、断裂和
无序乃是我们的命运。 ”［6］赵毅衡认为，真正的文化批判必
须具备三个条件，或者说三条理想的标准：其一，文化批判
的对象不是体制本身， 而是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其
二，文化批判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端，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
思辨，也即文化批判的非实践性；其三，文化批判应当把自
我作为反思的他者之一，惟有保持清醒的自我批判，才不使
文化批判被自己推入自身所批判的对立面中去。 ［7］能同时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批判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少乎哉，亦
难乎哉。
知难而为，符号学的批判本质也要求一种独立的批判

精神。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性的从广告、旅游、时尚、体育、
明星、游戏到民俗、宗教、生态、音乐、影视等，各门类符号学
的兴盛除了表明符号学已经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

总方法论，更需要中国学界祛除“影响焦虑”以淡化符号学
的欧美中心色彩，走出跟风赶趟西方各种“后”时髦理论或
闭门独语中国“古已有之”的两难窘境。 “目前，符号学研究
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先秦名学、禅宗美
学、唯识宗、因明学的成果。东方资源的启示，将把符号学理
论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地。 ”［8］（P18）只有这种世界视野与中国
立场结合的学术自信，才能带来理性烛照和知性观照的学
术思想力量。
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 赵毅衡在与有关当今中国文

化现状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儒学”的论争中的思考路
径即是明证。 这场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刊物 《二十一世
纪》引发的辩论，先后刊登了徐贲、赵毅衡、张颐武、郑敏、吴
炫、许纪霖、万之、张隆溪等人的文章。 赵毅衡的文章针对

1993年至 1994年间发生的四场文化辩论（即《文学评论》
上由郑敏《世纪末的回顾》长文引起的关于五四对现代汉语
功过的论争；《现代中国》上由刘康引发，张隆溪、王晓明等
人参与讨论的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陈晓明、张颐武、
戴锦华等在《钟山》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讨论；《上海
文学》上由陈思和《民间的崛起》一文引起的相关讨论），将
讨论中部分人表现出的明显特征称之为一种新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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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而奇怪的是，持这种保守思潮的人却往往援引西方后
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激进思想为理论支
撑。西方诸“后”学的激进到了中国则变为保守，诸“后”在西
方是重要的文化批判力量，在当今中国则成为否定文化批
判的论据；由此，赵毅衡将整个讨论归结到一点：即当今中
国是否需要文化批判？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被用来证明商业化消

费俗文学与先锋文艺可以同流齐驱；如果后结构主义的“解
构”，被用来证明“五四”启蒙话语和八十年代人的“主体”价
值的惨败；如果后殖民主义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理论，被用
来证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以便放大本民族文化传统，那
么，这一切就为当今中国社会和文化现状的合理性与虚假
满足找到了漂亮借口，就为放弃文化批判找到了具有迷惑
性的退却理由。 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种种为社会和文化
现状辩护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糟糕的逻辑：在世界上许多
国家经济低迷衰退时，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持续发展，GDP
连年高速增长。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
迹，是否能够作为社会和文化现状辩护的理由？难怪赵毅衡
如此质疑：如果经济起飞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
判，我们将在二十一世纪看到怎样一个中国文化？

三

新世纪已经走完第一个十年，仅这十年又是怎样一个
中国文化呢？ 2011年 7月 3日，“中国经营论坛”在上海举
行， 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演讲中不无无奈地如此开场，“在一
个强悍的经济论坛上， 文化好像只能是一道甜点而已”，并
进而宣称我们的文化已经“病入膏肓”，期待到 2019年“五
四”百年纪念时，用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来起衰振颓。［9］各种

经济指标与消费指数的至上主义，经济符号的强大优势正
在压榨与窄化文化生活的选择自由。 更为严重的恐怕是我
们无可选择和无力选择，现代性的压力与现代化的目标在
“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被扭曲为“以经济为全部”的庸俗
社会实践。 重拾儒家道德与伦理文化传统的“新儒学”、“新
国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 马克思·韦伯在其名著《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十八世纪英美资本主义兴
起的伦理价值基础，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文化
动力。他从加尔文教的“天职”观念里发现，资本主义聚敛财
富的人生目的性能克服“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这个最
大的敌人，聚敛财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韦伯的观点引
起了众多“仿韦伯论”者讨论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
基础，但这种模仿从一开始就是方枘圆凿。
赵毅衡深刻地指出：韦伯描述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是

一种符码集合，一种元语言”，韦伯讨论的就是“资本主义兴
起背后的元语言支持”，他是在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英
美寻找几个世纪前转型的文化动因；但现代仿韦伯论者却
试图在现代化转型尚未实现，或有待证明能够实现的社会
寻找类似的因素，结果“把旧有的文化传统解释成现代化的
动力”，现代仿韦伯论者做的恰恰是韦伯拒绝做的。 资本主
义发生在十八世纪的英美，其意义支持来源于聚敛财富的
冲动与抑制敛财的“传统主义”并存于一个解释之中，赵毅

衡将这种局面称之为“动制分源”，即动力与制动力分途分
源却并存于一个阐释系统中，由此造成的评价和阐释漩涡
反而能够促进历史的演进。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一再出现全盘西化

论，也一再出现儒学救国论，两者势不两立，都是因为没有
明白：现代性的元语言组分，可以是冲突的”。 ［10］（P398）新儒家

在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东亚经济起飞寻找民族文化原

因时，不管其内部阵营有多复杂，但大都认为要复兴儒学，
只需证明儒学能促进现代化。 然而当代新儒家往往是仿韦
伯论者，强调儒家伦理的整体性，其实这样单一的元语言对
中国社会并无益处。 任何民族如果能从外来文化接受动力
元语言的话，他们就能够而且也必须“从自己民族的信仰中
找到足够的制约元语言”，只有动制分源的合力作用，才能
避免历史一再的重演。 对此， 赵毅衡在论著的结尾这样写
道：

而目前正在兴起的“新国学”，也迫切需要清楚定位为
提供制动价值。大量关于“儒家可以赚钱”的“儒商理论”，不
仅把儒家庸俗化，而且完全弄错了儒家思想的作用。 本来，
一套“整体性”的符码，推不出无限衍义；一个排斥对立元语
言的文化，是恐惧“评价漩涡”的文化；一个无需对立制衡的
历史进程，必定引向灾难。 这一点，不是已经被中国现代历
史证明了许多次？ ［11］（P404）

无可置疑，我们现在已经身不由己被商品化和娱乐化
的消费符号包围，消费成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救命稻草与灵丹妙药。 然而这种消费却是一
种异化的符号消费，大量品牌商品图标（Logo）的象征意义
和超强能指与所指优势的颠倒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文化想

象，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符号。 据《环球时报》2011年
6月 2日报道， 安徽一名十七岁高中生两万元卖掉自己的
一个肾，只为买一个 ipad2；继卖肾门后，一名九零后女孩则
在新浪微博中发文，愿以初夜换取自己梦想的 iphone4。 为
什么偏偏是“苹果”？ “果粉”的疯狂举动实在让人伤不起；而
天价“达芬奇家具”事件暴露出来的“洋”品牌问题等等，再
次为我们处身于符号灾变的社会文化生活敲响警钟，我们
不得不面对和思考自己被符号浸泡、被符号裹挟的文化符
号危机。
当今社会的消费娱乐狂潮让当代人最直接地以自己

的身体与各种符号遭遇，身体本身已经成为欲望之欲望化
的符号表演。本来，从根本上说，只有意义缺场才需要符号，
符号越多，就越暴露意义的阙如。身体的符号化同样代表了
某种意义的不在场， 就像布鲁克斯说的：“身体在符号中的
表现努力让身体在场，但是实际上总是处在它缺席的语境
之中，因为语言符号的使用就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东西的缺
席。 ”［12］因此，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是，在当今如此符号泛滥、
符号满溢的时代，究竟是些什么意义大局面地严重缺席或
退场了。
上世纪 30年代， 德国表现主义的早期无声电影代表

作《布拉格的大学生》，似乎提前大半个世纪为我们当下的
符号化存在处境做了预演。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贫穷的大学
生巴杜因为了获得贵族少女玛姬特的爱情，与巫师斯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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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理签订一份合同：巫师用六十万金币换取巴杜因在镜中
的影像。借助出卖自己镜像所得，巴杜因不但成功跻身于上
流社会，同时也获得了玛姬特的爱情。然而从此麻烦与困扰
不断，尽管他再也看不到自己镜中的影子，但他的影像被巫
师唤醒成为他的复制品与他一起出入相同的社交圈，并连
累他或取代他的活动甚至犯罪。 在影像杀死了玛姬特的未
婚夫瓦尔帝斯男爵和掐死了之前一直爱着巴杜因的吉普

赛女孩后，巴杜因决定要杀死自己的影像。 一天夜晚，当影
像来到巴杜因的屋里，经过它从中出来的那面镜子时，巴杜
因瞄准影像扣动了扳机。 镜子碎了，复制品消失了，可他发
现中弹的却是自己。从破碎的镜片里，巴杜因终于又看到了
自己，他在临死前以躯体的离开为代价，找回了自己正常的
人像。
波德里亚对此评论道：“这一影像并非偶然被丢失或

取消了的———它是被出卖了的。 ”因为影像堕入了商品的
范畴，就像巫师能从一个小小的口袋源源倒出六十万金币，
也能把影像象物品一样收进口袋带走，这是“对商品盲目崇
拜的真实程式的一种幻想性表现：从它们被生产出来的那
一刻起，我们的劳动和我们的行为就游离于我们之外了、摆
脱了我们、客观化了、完全落入了魔鬼的手中”。波德里亚由
此进一步推论：既然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
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 那么它就是彻底异化的世纪。 因
而，异化无法超越，它就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 在当代秩
序中，“不再存在使人可以遭遇自己或好或坏影像的镜子或
镜面，存在的只是玻璃橱窗———消费的几何场所，在那里个
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
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在那里他不再
反思自己、他沉浸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 消费的主体，是
符号的秩序”。 ［13］

这是一种严峻的逻辑： 身体的一部分被出卖以后，它
会反啮我们的灵魂。当下社会的符号消费，更多时候正是身
体感官的替代性异化式消费；我们走进超级市场、百货大楼
和大街小巷，在玻璃橱窗中看到的不是自己完整的影像，而
是商品和叠加在商品上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模糊的自己。
贾平凹在小说《废都》的开头就以“丢了影子的人”这一意
象，象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西京城为缩影的中国，在
市场经济进程中人的异化存在：“突然， 影子的颜色由深而

浅，愈浅愈短，一瞬间全然消失。人没有了阴影拖着，似乎人
不是了人，用手在屁股后摸摸，摸得一脸的疑惑”；等到人们
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时，“皆面面相觑， 随之倒为
人的狼狈有了羞愧，就慌不择路地四散”。这疑惑、狼狈和慌
不择路在当下不但不能减弱，反倒是变本加厉了。当代文化
的剧变，当代社会符号表意的过分复杂和泛滥，已不是让人
的身份更自由，而是要求人们采用更多的身份，更多异己的
身份，这就会导致更多的“身份-自我危机”。
当代社会、文化的符号泛滥引起符号灾变，已让我们

迫不得已地深陷其中。福楼拜曾在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
惑》的结尾，描绘了一只因脑袋硕大、沉重而垂头于地的怪
兽，它把头绕着身体滚动，并从足部开始蚕食自己。 博尔赫
斯在《幻想动物学手册》中称它为“睥睨怪兽”，因为只要见
其眼睛者必死。这只头部垂地又自我吞噬的长颈怪兽，可以
说既是我们自己的面影，又是我们置身符号化社会与文化
情境的象征。早已或正目眩于符号漩涡的我们，又该如何直
面这难以承受自身头颅负荷的“睥睨怪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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